
　 　 【编者按】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关系学科业已走过百年历程。
国际关系理论开始从欧美话语向全球话语的转变，对话和互鉴成为学科发展的新动

力。 本刊特邀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比利时自由大学让·莫内讲席教授马里奥·泰洛

就欧洲国际关系理论和中欧学科对话撰文，以期引起学界关注，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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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欧洲的国际关系理论传统既包括现实主义范式，也包括基督教思

想、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现实主义原则在西欧大陆已经

遭到直接、深入和根本性的质疑，这有利于多元主义、欧洲新制度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

的融合。 而现在的美国政府更青睐单边主义、反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 欧洲的思想文

化潮流不仅对美国的新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了批判，而且有利于推进全球治理体制的建

立。 全球和地区治理中的多边主义有两种：威斯特伐利亚范式内的国际多边合作和正

式与非正式的社会行为体参与的“超越国家的治理”，后者对权力与主权概念提出了

质疑。 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欧洲的和平统一是具有历史和哲学意义的事件，二者越来越

多地承担着作为全球治理主要行为体的政治和经济责任。 在这一背景之下，中欧国际

关系学者的互动变得越来越密切和深入，这有助于促进双方新多边主义的研究议程，
构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共同知识和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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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在欧盟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背后，最新的历史和实践背景是过去 ７０ 年中

欧洲国家以和平民主方式协调此前的敌对国之间关系方面取得的成就。 当然，其哲学

和意识形态背景在历史上更为久远。 弗里德里希·黑格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Ｈｅｇｅｌ）在两百

年前就提出，一些历史事件势必具有哲学意义和影响，比如 １７８９ 年法国大革命。 在

２１ 世纪的今天，我们可以断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欧洲的和平统一就是此类具有历史

和哲学意义的事件。 这些关键节点会影响制度的发展和结果。 理论研究应当关注其

背后的意义。

本文将关注欧洲一体化对“新多边主义”这一概念的意义，包括其对“全球治理”

“全球公共产品”“主权”“权力”“合法性”等重要理论概念的影响。 贯穿欧洲研究议

程的一条主线是：欧洲一体化的理论创新性是否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范

式？ 这一问题包含三层含义：第一，我们需要开展比较研究，验证欧洲邻国之间的地区

一体化进程是否超越了现实主义范式确定的国际无政府状态。 第二，需要验证这是孤

立的个案还是每个大陆都会出现的地区合作 ／一体化总趋势的一部分？ ２１ 世纪是否

会比 ２０ 世纪见证更多的这种情况？ 第三，我们需要将围绕国际事务的复杂而多层制

度化（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展开的实证和理论研究结合起来：这种制度化即将被大国逻

辑（比如美国和俄罗斯）弱化或者阻止、碎片化和工具化吗？ 这种制度化会被强化到

足以影响成员国行为的程度吗？ 欧洲地区主义的理论研究议程是介于传统的威斯特

伐利亚范式和带有幻想性的后威斯特伐利亚全球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欧洲和中

国的国际关系学界都是非常多元化的：这一具有创新意义的概念性研究议程可能带来

一些潜在影响，包括给中欧知识界共同的、具有更广泛和更深入意义的新制度主义理

论研究议程输入信息，超越固有的现实主义遗留问题和世界主义的乌托邦。

二　 欧洲国际关系理论的多种背景

欧洲政治思想既包括出现于 １５—１７ 世纪的世俗化民族国家的早期理论，代表人

物是尼可罗·马基雅维利（Ｎｉｃｃｏｌò 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让·博丹（Ｊｅａｎ Ｂｏｄｉｎ）和托马斯·霍

布斯（Ｔｈｏｍａｓ Ｈｏｂｂｅｓ），也包括三种超出国家间范式（被定义为威斯特伐利亚范式）的

理论，即现代基督教思想、最开放的自由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在欧洲改良后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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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极端民族主义挑起的两次世界大战导致 ８０００ 万民众死亡，各国经济社会遭

到大规模破坏，也使得欧洲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相较于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

国相对衰落，美苏也是其后发生的冷战的主角。 这点可以解释为何近年来尽管极

右运动再生和复兴，但民族主义式的强化主权的理论依然要比以前弱得多，与此同

时，欧洲一体化以和平和民主方式实现的成功故事有力加强了反民族主义理论的

力量。 前文提及的三种反主权主义思潮（ ａｎｔｉ⁃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ｉｓｔ ｓｔｒｅａｍｓ）给国际关系理论

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在 ２０ 世纪，三者常常相互对立，自由主义反对基督教思

想，并且二者都反对社会主义。 但过去 ７０ 年的特点却是，这三种思潮在很大程度

上实现融合，并且能够应对民族主义、主权主义、排外性政治思潮的复兴带来的挑

战。 当前的形势仍旧不明朗，一方面是建立在欧洲统一基础上、与和平和协作相关

的意识形态和理论创新的主流趋势，另一方面是令人担忧但仍属于非主流的右翼

民粹主义。

（一）基督教传统的优点和矛盾之处

国际关系领域的基督教思想有自相矛盾之处。 一方面，中世纪时期的基督教共

和国在国内不宽容对待犹太人和宗教少数派，在国外曾侵略伊斯兰国家。 １３ 世纪的

托马斯·阿奎那（Ｔｈｏｍａｓ Ａｑｕｉｎａｓ）在历史上首次界定了正义战争的条件：反对占领

的防御性质的战争、对武装进攻的适当反应以及为了正义的目的。 基于阿奎那的说

法，天主教教皇本笃十五世（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ＸＶ）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并称之为“无用的杀

戮”，其继任者庇护十二世（Ｐｉｕｓ ＸＩＩ）对欧洲一体化表示赞赏，认为它是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背景下出现的不同于美国模式的一种新型的社会模式，同时欧洲一体化

也是国际和平政策协调的结果。 方济各教皇（Ｐｏｐｅ Ｆｒａｎｃｉｓ）在他的通谕《赞美你》

（Ｌａｕｄａｔｏ Ｓｉ）中支持欧洲和全球各方力量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公平的全球治理做

出的承诺。

但在约翰·保罗二世（Ｊｏｈｎ Ｐａｕｌ ＩＩ）担任教皇时期，关于“基督教的欧盟”的模糊

残留使得关于欧洲是一个基督教俱乐部的传统观念回流，在波兰的支持下，保罗二世

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然而，这一回潮在 ２００７ 年的《里斯本条约》发布后遭到挫败，

《里斯本条约》前言将基督教列为欧洲身份的多个来源之一，而非唯一来源。 不过在

此条约中，德国的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ＣＤＵ）成功地提议加入了“社会市场经济”

的概念，当然，这也是融合了曾任法国和欧盟领导人的雅克·德洛尔（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Ｄｅ⁃

ｌｏｒｓ）、基督教工会以及德国的奥尔多自由主义观点的结果。

进一步的问题是在经济危机期间基督教的遗产会冲击欧盟的国际身份吗？ 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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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奥尔多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由瓦尔特·欧肯（Ｗａｌｔｅｒ Ｅｕｃｈｅｎ）提出与冯·哈耶克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Ａｕｇｕｓｔ ｖｏｎ Ｈａｙｅｋ）的经济自由主义相对立。 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合作的德

国领导人默克尔 （ Ａｎｇｅｌａ Ｄｏｒｏｔｈｅａ Ｍｅｒｋｅｌ ） 和沃尔夫冈 · 朔伊布勒 （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Ｓｃｈäｕｂｌｅ）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的艰难时刻正是借鉴和采用了前一种理论来应对欧元区

危机。 教皇方济各（Ｊｏｒｇｅ Ｍａｒｉｏ Ｂｅｒｇｏｇｌｉｏ）对难民潮和移民潮持开放态度，他赞成通

过深化欧盟一体化来应对来自民族主义的威胁，但他的这一愿景遭到持另类、保守、偏
狭、反移民理念的主权主义者的反对，不过后者依然是少数派，２０１９ 年的欧洲议会选

举结果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总之，即使遭到质疑，基督教的和平主义和开放且稳固的

传统依然支持欧洲一体化和将欧洲建设为一个去军事化的“民事力量”的进程。
（二）没有政治操纵的自由哲学

意大利的阿尔提艾罗·斯皮内利（Ａｌｔｉｅｒｏ Ｓｐｉｎｅｌｌｉ）、贝奈戴托·克罗齐（Ｂｅｎｅｄｅｔｔｏ
Ｃｒｏｃｅ）和诺贝尔托·博比奥（Ｎｏｒｂｅｒｔｏ Ｂｏｂｂｉｏ），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

（Ｊｏｈｎ Ｍａｙｎａｒｄ Ｋｅｙｎｅｓ）和贝弗里奇勋爵（Ｌｏｒｄ Ｂｅｖｅｒｉｄｇｅ），比利时的保罗—亨利·斯

巴克（Ｐａｕｌ Ｈｅｎｒｉ Ｓｐａａｋ）等都是关于统一欧洲的自由主义理念的创始者，这其中的自

由主义理念包括有关国际权力（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的新观点，它实际上是对国际关系

理论的创新。 虽然凯恩斯最先在理论上提出经济一体化是促进国际和平的路径之

一，①但斯巴克、博比奥和斯皮内利则在实践中共同认可欧洲联盟是建立全球制度化

和平的第一步和驱动力。
但是，必须将作为自由和民主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同作为重要意识形态或经济理

论的自由主义区分开来。 自由主义政治传统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方面，照搬 １７７６ 年美

国费城会议《独立宣言》的遗产，特别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的
愿景，以之作为欧洲政治统一的模板。 但大多数政治学家都知道，无论我们怎么想，在
欧洲引进美国的联邦模式是不可能的。 欧洲政治联盟正在朝着另一条道路发展。 它

最终将不会演化为“欧洲合众国”，而是形成一个具有原创性的极为特别的政治结构，
它会更接近伊曼纽尔·康德（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Ｋａｎｔ）关于联邦和联邦结合的思想：在德语中，
它是 Ｓｔａａｔｅｎ⁃Ｂｕｎｄ（邦联），而不是 Ｂｕｎｄｅｓｓｔａａｔ（联邦）。

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政治传统的问题是如何使自己免受大西洋两岸在政治和经济

方面相互依赖的影响。 就政治方面而言，在赫德利·布尔（Ｈｅｄｌｅｙ Ｂｕｌｌ）等英国学派

代表人物的支持下，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强调西方同盟是平衡苏联核威胁的必

要工具，这在当时是正确的。 但当下冷战已经终结，俄罗斯不再是核威胁，所以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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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将理想的自由主义与美国霸权的“西方思维”区别开来。 统一的大西方的观念已

经不像冷战时期那样必要。 安东尼奥·葛兰西（Ａｎｔｏｎｉｏ Ｇｒａｍｓｃｉ）把作为民主、人权和

自由哲学的自由主义同作为政党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区分开来。 就经济方面而言，纯

粹的自由主义经济正统思想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和 ８０ 年代被米尔顿·弗里德曼（Ｍｉｌｔｏｎ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所说的“芝加哥男孩”复兴为“新自由主义”，直到现在它在经济思想领域的

影响仍然不容忽视。 将经济新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混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许

多学者还经常混淆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① 新自由主义的意思是极端的经济自由

主义，其象征就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所拥有的政治影响力：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

国总统里根信奉这两位思想家的理论，实施保守的放松管制政策，摧毁了原有的福利

国家体系。 尽管放松管制的全球资本主义（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思想为基础、以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 １９８９ 年的“华盛顿共识”为象征）同欧洲以规则为基础和制度化的全

球治理（建立在康德的自由主义哲学基础上）不会相互混淆，但经济新自由主义和政

治自由主义的概念却仍旧被混为一谈。 后美国、后霸权主义和后新自由主义的多边主

义是否也意味着哲学意义上的“后自由主义”？ 或者忽视构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

序是否与新自由主义和 ／或与当前的保护主义一致，并且都与政治自由主义相矛盾？②

美国将自由主义工具化（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的路径看起来会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落。

美国霸权衰落的结构性和长期性越来越成为学界的共识。 奥巴马政府希望通过跨大

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ＴＴＩＰ）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对传统上的三边治

理进行复兴和安全化，但这一代表性做法———只与朋友做买卖，被实践证明只是一种

幻想。 特朗普政府更青睐单边主义、反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 越来越明显的是，美国

的单边主义和民族主义从哲学和政治意义（国内的自由民主和国际的规则治理）来

看，都违背了自由主义。 正如阎学通基于大量西方文献所指出的，美国的道德权威因

其对与自己的同盟国一起建立的国际规则有失尊重而遭到削弱，处于危险之中。③ 但

欧洲的思想界却正在寻求与其他理论思潮的融合和对话，以捍卫建立在多边规则基础

之上的治理。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是两种现象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全球资本主义正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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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３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ｈｔｔｐｓ： ／ ／ ｐａｐｅｒｓ．ｓｓｒｎ．ｃｏｍ ／ ｓｏｌ３ ／ ｐａｐｅｒｓ．ｃｆ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ｄ ＝ ２２９９５８６，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我们所说的自由主义不仅是指建立在康德和孟德斯鸠思想基础上的政治哲学，也指联合国 １９４９ 年和

１９６６ 年关于基本权利的宣言和盟约中规定的对普适性人权、人民主权和法治的承诺。
Ｘｕｅｔｏｎｇ Ｙａ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ｓ，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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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大转型”；二是自由秩序最好的一面出现危机。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的表现

又进一步使上述两种现象加速演进。 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不仅意味着美

国退出长期的全球领导地位，其关于“美国优先”的言辞以强硬的民族主权主义为

名，公开挑战了自由多边主义的核心原则。 英国也有类似之处：退出欧盟以制定自

己的贸易协定，寻求与世界其他国家交往的民族主义方式，这些都在使全球治理碎

片化。 此外，英国退欧支持者“收回边境控制权”的主权主义言论符合这种民族主义

倾向，即向内看、保护自己的地盘、采取与他人对抗而非合作的立场。 对美国来说，

即使下届总统选举可能带来变化，美国几十年的霸权时代也已经结束，博比奥所说

的“英美两个世纪之久的历史霸权”已然衰落，并开启了危险和机遇并存的国际关系

真空期。 谁能扛起自由主义思想遗产中最好一面的重任，进而对国际关系理论做出

贡献？

如果不能复兴自由主义的最佳政治遗产，人类将很难应对一种新的多边集体领导

所带来的挑战。 各伙伴国之间如果无法达成基于规则的妥协，并缺乏新的多边治理理

论，那么二十国集团（Ｇ２０）和各种改良后的国际组织能发挥什么作用？ 如果全球治理

民主化无法持续推进，全球治理能有多高的效率？ 按照更加欧洲式的思想，我们需要

有选择地对待自由主义，需要坚持政治自由主义遗产中的最佳一面，反对经济上的新

自由主义。

推动欧洲人克服经济新自由主义的最后一个理由是：僵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谴责区域市场和自由贸易协定造成贸易转移是不利于全球化的“绊脚石”。① 然而现

在很明显，区域和区域间的贸易安排是重振世界贸易组织和全球多边主义的“垫脚

石”，甚至是唯一的途径。 欧洲思想家对自由主义的偏爱源自欧洲政治自由和宪政民

主的持久的传统，欧洲的自由主义建立在三权分立的内部平衡基础上，并从自由主义

和个体民主发展为社会民主。 它意味着自由市场必须在国家和全球两个层面被监管，

意味着自由贸易必须与基于规则的全球治理、普遍行为原则、广泛互惠、互信和公平合

作精神相结合。 与此相对的是，特朗普、普京和欧洲右翼民族民粹主义者都拒绝上述

认识：无论是以保护主义为名的贸易自由主义，还是以模糊的反精英言论和领袖崇拜

为名的政治自由主义均与之相异。 欧洲自由主义给国际关系的最好遗产是评估和总

结复杂的经济相互依存性和开放性的价值，反对任何民族保护主义，并且捍卫基于规

则的多层全球治理。

·５８·



① Ｊ． Ｂｈａｇｗａｔｉ，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Ｖｅｒｓｕｓ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 １５， Ｎｏ． ５， １９９２，
ｐｐ．５３５－５５６．



（三）卡尔·马克思的影响

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对欧洲国际关系理论有着非常多样的影响。 一方面，它依然

激励着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共产主义和革命主义路径。 除了托尼·奈格里（Ｔｏｎｙ Ｎｅ⁃

ｇｒｉ）之外，法裔美国思想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是将南美洲、

欧洲和非洲原有的依附论转化为支持欧洲和第三世界国家反全球化运动理论的最佳

代表，其论述巧妙地将费尔南德·布罗代尔（Ｆｅｒｎａｎｄ Ｂｒａｕｄｅｌ）、肯尼思·华尔兹（Ｋｅｎ⁃

ｎｅｔｈ Ｎ． Ｗａｌｔｚ）和马克思的思想结合在一起。

另一方面，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修正和发展的若干文化流派也在不同程度上支持

欧洲一体化思想。

法兰克福学派由西奥多·阿多诺（Ｔｈｅｏｄｏｒ Ｗ． Ａｄｏｒｎｏ）和马克斯·霍克海默

（Ｍａｘ Ｈｏｒｋｈｅｉｍｅｒ）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末创立，其特点是创新性地将非正统的马克思主

义和社会科学结合在一起。 它从批评“成熟资本主义”的激进左派观点演变为欧洲后

民族主义的民主理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康德的《永久和平论》的启发：哈贝马

斯是这种激进改革主义的最佳代表（在他 ９０ 寿辰时，德国《时代周报》恰如其分地形

容其为“改良世界的斗士”）。 德国从过去带有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发展到和平主义的

进程被认为是整个欧洲的世界角色急剧变化的象征和催化剂，欧洲是一种新型的全球

行为体。 当然，这种根本性的改变只有在以下条件下才能得到巩固：欧洲的统一民主

政治、“欧洲公共领域”①出现、公民对欧洲团结的看法逐步转向“以宪法为基础的爱国

主义”（欧洲条约应由各种外交政策安排变为国内政策，应当是一种宪制性演变过程）

和日益被共享的政治文化。 哈贝马斯的思想只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一种规范性方法吗？

一些论据可能会驳斥现实主义者提出的这一批评。

其一，在哈贝马斯看来，康德的想法并非理想主义。 相反，康德的目的是用一种理

性的和平理论来反对空想式的捍卫和平。 稳定的和平只有在三个条件下才可能实现，

用康德的话说就是国内的“共和主义”（反对暴政）、国家间的“联邦”以及人与人之间

的跨国关系（他使用了矛盾的概念———“世界主义”）。 总之，应该将康德的方法与约

翰·罗尔斯（Ｊｏｈｎ Ｒａｗｌｓ）关于正义的规范理论区别开来。

其二，在欧洲，现代国家原来占据的中心地位正在下降，这可从现有大量关于复杂

相互依存、关于未来公民生活及其民主参与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和威胁中的跨国性以及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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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交往是哈贝马斯理论的核心，参见 Ｊüｇｅｎ Ｈａｒｂｅｒｍａｓ， Ｓｔｒｕｋｔｕｒｗａｎｄｅｌ ｄｅｒ Ö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 Ｂｅｒｌｉｎ： Ｌｅｕｃｈｔｅｒ⁃
ｈａｎｄ， １９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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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这些挑战的政策方案的跨国必要性等方面的研究中得到验证。① 从理论上来说，

这意味着哈贝马斯同许多其他批评者站在一起，对德国传统权力政治学说的主要代表

卡尔·施密特（Ｃａｒｌ Ｓｃｈｍｉｔｔ）的思想（权力平衡和强权政治）②进行了激烈的双重批

评。 而且，哈贝马斯拒绝接受施密特提出的关于“大的大陆政治空间（ ｌａｒｇ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ｐａｃｅｓ）”的理论，认为后者是以一种错误的方式反对美国的单极霸权主义，指

出施密特提出的是一种类似日本“大东亚共荣圈” （１９３５—１９４５ 年）的集权帝国等级

区域主义。 普京的顾问亚历山大·杜金（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Ｄｕｇｉｎ）近年提出的欧亚空间设计

也是类似的施密特型理论。 而哈贝马斯关于“分裂的西方”和大西洋两岸分歧的观点

聚焦的是民主欧洲的政治统一，与亲俄的非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方案无关。

其三，哈贝马斯对照他对宪制政治联邦的设想，指出了欧盟的一些不足。 尽管批

评之处不少，但他对联邦民族国家模式和“欧元世界主义者”都保持距离，这二者都相

信金字塔结构的乌托邦，而哈贝马斯认为可以以欧盟和其他演进中的大陆联邦为基

础，逐步走向“没有世界政府”的全球政治。 欧洲的政治和国际特性以它现有的先进

社会模式的精髓为基础。

其四，就全球化世界中的欧洲而言，哈贝马斯在分析中将欧洲看作一种新型“全球

力量”，它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政策，力图克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分歧，尊

重文化多样性，改革跨国治理体系，使得各方合作更为紧密，创造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模

式。 关于规范扩散这样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他非常谨慎地用必要的跨文化对话和相互理

解来平衡欧洲价值观（特别是人权和民主）的分量，目的是实现真正的规范普遍共享。

其五，就全球政治秩序而言，哈贝马斯 １５ 年来一直聚焦大西洋两岸的分歧程

度。③ 这种分歧并不只是伊拉克战争或特朗普对国际贸易的争议性方式所带来的单

次危机，而是有着深远的国际关系理论意义———事关西方观念的衰落，指出未来应当

以后霸权主义和多元主义理解全球治理的路径，意味着我们不能不加批判地接受西方

“普世主义”及卡尔·施密特式的专制和等级区域主义。 哈贝马斯的方法开辟了集体

研究国际权力概念的大道，特别是对如何将“欧洲民事力量（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ｐｏｗ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

概念化意义尤其重大。

第二个受马克思启发的欧洲国际关系学派是由安东尼奥·葛兰西创立的，这位著

·７８·



①
②
③

Ｊ．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 Ｄｉｅ Ｅｉｎ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 ｄｅｓ Ａｎｄｅｒｅｎ． Ｓｔｕｄｉｅｎ ｚｕｒ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Ｔｈｅｏｒｉｅ， Ｂｅｒｌｉｎ： Ｓｕｈｒｋａｍｐ， １９９６．
Ｊ．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 Ｚｅｉｔ ｄｅｒ Ｕｅｂｅｒｇａｅｎｇｅ， Ｂｅｒｌｉｎ： Ｓｕｈｐｋａｍｐ， ２００１．
Ｊ．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 Ｄｅｒ Ｇｅｓｐａｌｔｅｎｅ Ｗｅｓｔｅｎ， Ｂｅｒｌｉｎ： Ｓｕｈｒｋａｍｐ， ２０１４．



名的前政治领袖直到 １９３７ 年在法西斯监狱去世前还在撰写他的主要著作。① 他对国

际关系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意大利，这一点可以通过他在欧洲、拉美和中国的影响力及

其对加拿大国际关系学派罗伯特·考克斯（Ｒｏｂｅｒｔ Ｗ． Ｃｏｘ）和斯蒂芬·吉尔（Ｓｔｅｐｈｅｎ

Ｇｉｌｌ）的影响得到证明。 尤其是他的“霸权”概念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被查尔斯·金德尔

伯格（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 Ｋｉｎｄｌｅｂｅｒｇｅｒ）、罗伯特·吉尔平（Ｒｏｂｅｒｔ Ｇｉｌｐｉｎ）、罗伯特·基欧汉

（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和沃勒斯坦等大量使用（和滥用），虽然经常言辞含糊，却仍然令

人深思。 与外界对葛兰西霸权概念的模糊和理想主义的解读———仅关注“文化的相关

性”———相反，他与现实主义的联系是清晰明确的，他曾对黑格尔的著作详细研读。 按

照葛兰西的说法，文化霸权的背景是大国的物质实力，没有军事和经济实力，就不可能称

霸。 然而，他也确实强调过，如果没有超越国界的文化影响力、不能通过知识分子发挥作

用来塑造思维和生活方式，国际关系中的霸权稳定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一个“赤裸大

国（ｎａｋｅｄ ｐｏｗｅｒ）”的合法性赤字将使其迅速垮台。 １９２９—１９３５ 年，葛兰西没有将过渡时

期的纳粹希特勒威胁作为研究重点，而是非常有远见地集中分析了“美国主义和福特主

义”的思想和实践影响，而它们正是 １９４５ 年之后美国成为全球大国的两大支柱。

欧洲社会民主培养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种独创思想。 一些欧洲社会民主主义

最好的领导人能够将复杂的理论遗产转化成可指导政策实施的概念：１９８０ 年，当时的

联邦德国总理和社会党国际主席威利·勃兰特（Ｗｉｌｌｙ Ｂｒａｎｄｔ）在一份报告中提出应建

立平衡的南北关系，实际上是整合了关于后殖民主义的各种国际关系理论。 挪威领导

人哈莱姆·布伦特兰（Ｈａｒｌｅｍ Ｂｒｕｎｄｔｌａｎｄ）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报告（１９８３

年）中使用了“全球治理”一词，厄恩斯特—奥托·泽皮尔（Ｅｒｎｓｔ⁃Ｏｔｔｏ Ｃｚｅｍｐｉｅｌ）和詹

姆斯·罗西瑙（Ｊａｍｅｓ Ｎ． Ｒｏｓｅｎａｕ）将其概括为后现实主义概念。 与传统现实主义的

“国际政治”和“均势”的概念相反，治理在概念上表示以非正式、分散化和一致同意的

方式，对共同的全球、区域、国家、次国家、地方、私人和公共问题进行规制。 瑞典首相

奥洛夫·帕尔梅（Ｏｌｏｆ Ｐａｌｍｅ）也为南北对话和东西对话做出过卓越贡献，这些对话都

是打破关于“大国均势”冷战思维的重要措施。 上述这些主张在实践中都注重国际合

作而非竞争。 威利·勃兰特的思想得到弗里茨·沙普夫（ Ｆｒｉｔｚ Ｗ． Ｓｃｈａｒｐｆ）、托马

斯·迈尔（Ｔｈｏｍａｓ Ｍｅｙｅｒ）、艾哈德·埃普勒（Ｅｒｈａｒｄ Ｅｐｐｌｅｒ）、汉斯·莫姆森（Ｈａｎｓ

Ｍｏｍｍｓｅｎ）、迈克尔·朱恩（Ｍｉｃｈａｅｌ Ｚüｅｒｎ）、君特·格拉斯（Ｇüｎｔｅｒ Ｇｒａｓｓ）和哈贝马斯

等诸多理论家的支持，他也成为绿色欧洲政治和社会一体化理念在欧洲大陆的领军人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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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Ａ． Ｇｒａｍｓｃｉ，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ｉｓｏｎ Ｎｏｔｅｂｏｏｋ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Ｃｏ．， １９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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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环境挑战正在超越霍布斯现实主义的“利维坦”概念和国际无政府状态，因为没

有哪个国家能够在不深化多边合作的情况下单独应对这一挑战。

总之，长期无政府状态、国际权力、均势和主权等传统的现实主义概念在西欧大陆

已经遭到直接、深入和根本性的质疑，这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多元和创新发展有着极其

重大的理论意义。 欧洲的文化潮流不仅为美国主流的新现实主义理论（无政府状态、

权力和主权）提供了批判性思维，而且有利于多元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利于为欧

洲新制度主义、社会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提供融合的背景，有利于多边

全球治理，并便于与中国当代知识界开展真正的有关规范和价值观的跨文化对话。

三　 超越理性选择的新制度主义

欧洲思想家传达的主要信息是有力的国际和跨国制度建设可以阻止冲突的发生、

支持可持续发展、巩固民主、推动曾经敌对的国家实现社会融合和建设国际和平秩序。

当然，欧洲统一是将基督教价值观、自由主义价值观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相结合的复杂

制度建设。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新制度主义分化为很多学派，其中的主流学派是理性

选择制度主义。

欧盟的观点是，这种研究方法无法应对国际制度化所具有的复杂性，我们绝对需要

将其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话语制度主义相结合。 换言之，欧盟的成功案

例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区域建设都不可能仅仅通过成员国的成本—收益计算方法来解释。

一个问题是，尽管欧洲学者已经对欧洲外区域主义进行了大量的比较研究，也已有

相邻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地区性合作可以限制各个大陆无政府状态和民族主义的研究结

果，同时欧洲也支持国际组织改革，但并非所有欧洲学者都认同继续严厉批评欧洲中心

论。 对各大陆的地区组织建设开展的比较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验证欧洲的理论发现，

但另一方面也提醒各方注意关于地区合作的范围和方式其实是非常多样的。

以亚太地区为例。 比较研究的结果表明，一系列（事实上）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

安排和项目在数量和范围上都在扩大。 总的来说，中国表现出它在很认真地致力于地

区主义和跨地区主义建设。① 是否仅能以理性选择、成本—收益计算方式解读？ 或者

·９８·



① 东盟“１０＋６”（东盟十国加日本、韩国、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基础上谈判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ＲＣＥＰ）（占到全球 ＧＤＰ 的 ２９．５％）；中非伙伴关系和中国—拉美伙伴关系；中欧之间通过亚欧会议以及“一
带一路”与欧盟的“容克计划”两个地区间项目相互连通；拥有 ８４ 个成员的亚投行可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
竞争；在中亚地区强化上海合作组织，事实上形成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联盟的竞争关系；以中国为中心的朝核问

题“六方会谈”当前处于冻结状态。



说它们是中国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 我们不这么认为。 中国对多边主义和地区

主义的理解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共同构成的：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理念、对自己在周边

地区历史角色的“隐性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从比较

研究中生成的理论问题必然同斯蒂芬·克拉斯纳（Ｓｔｅｐｈｅｎ Ｄ． Ｋｒａｓｎｅｒ）和罗伯特·基

欧汉发起的关于国际制度的理论辩论有关：地区主义仅仅是大国权力政治的工具，还
是说地区主义有可能在不同国家利益和具有自主性的超国家的制度化治理形式之间

找到甚至主动创造出各种更加动态的多边平衡？ 比较研究对解决这一理论问题是非

常必要的。
关于后霸权时代的“新地区主义”研究已经开展了 ２５ 年，其后现实主义研究日程

围绕着“复合世界（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 ｗｏｒｌｄ）”①中不断发展的多边主义这一主题推进，超越了

单纯的理性制度主义，采用了历史、话语和社会学方法路径。 该理论包含以下几个相

互关联的理论挑战，对欧洲和中国的研究者均有意义。
（一）多边主义、权力和国家主权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 １６—１７ 世纪，欧洲发明了现代国家主权的概念。 从理论上来说，它通过让·博

丹、托马斯·霍布斯和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得以呈现。 从实践上来说，它通过 １６４８ 年在

明斯特（Ｍｕｅｎｓｔｅｒ）和奥斯纳布吕克（Ｏｓｎａｂｒｕｃｋ）的会议上创立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威斯

特伐利亚体系得以实现。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主权国家的理念和实践被传播到世

界各地，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 １９４５ 年在旧金山签署的《联合国宪章》 （第 ２ 条）。 此

外，１９５５ 年的万隆会议运用了这一概念及其结果———不干涉原则，后者是反殖民斗争

和发展中国家争取独立的基本价值观。 然而，在 ２１ 世纪，很多社会科学研究显示，这
一概念不足以应对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复杂相互依存”、阿米塔夫·阿

查亚（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的“复合世界”、斯蒂芬·克拉斯纳的“主权的伪善”等新概念

的挑战，同时国际社会多种多样的制度化形式（多边 ／地区 ／跨地区的组织、机制、安排

和网络）也使得主权概念显得过时和无力。 欧洲学者将欧洲特别是欧盟视作深化国

际和超国家制度化进程的引领者。 他们声称，欧洲经验远非孤立的个案，也不属于边

缘研究领域。
国际事务的日益制度化正在推动中欧关于国际权力性质的创新性研究，尽管中欧

之间对此存有争议。 由于存在各种内生和外生因素，“国际权力”这一概念不可避免

地遭遇挑战：一是欧洲（以及巴西、加拿大等）关于“民事力量”的辩论，比如它的模式

是什么，所谓“民事手段”是什么，它在变化了的、日趋安全化的国际环境中有多大机

·０９·

　 欧洲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中欧对话


①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Ｌｏｎｄ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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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能存活下来；二是当今世界各主要行为体已经形成新的多极均势这种前所未有的现

象。 围绕中国的实力特征、快速发展、①软实力、规范性力量、综合实力、国际文化影响

力等进行的公开辩论是极为有趣的，②再加上对“联盟”这一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概念

的批判，比如北约，还有中国同俄罗斯之间的盟友关系，这些足以构成一项具有共通性

的理论问题集合。 在特朗普时代，美国变成最有主权色彩的大国，这又会如何改变对

国际权力的定义？
有关权力与合作的研究本质上是不是一项致力于使传统的国家主权概念摆脱无

政府状态范式的后现实主义议程？③ 后霸权的相互依存的世界正共同经历多边制度

化的过程？ 当然，多边组织是建立在成员国国家利益相互妥协基础上的，但妥协的质

量是否会根据各自对国家利益的理解（不论是狭隘且具有排他性的看法，还是着眼长

远且具有包容性的观点）而有所变化？ 应对全球挑战的需要促使各国相互承担更多

责任，实现更多的“扩散互惠”，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强调“信任”“长期融合”“议题

联系”“沟通”等概念。 许多中国学者也了解这一充满活力的全球治理研究议程，至少

他们会对其提出疑问。 当然，答案不尽相同。 现在已有一些具有开放性的问题，比如，
“超越国家的治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是否也会质疑传统的主权和不干涉

原则？④

笔者在研究中将多边主义区分为（Ａ）和（Ｂ）。 它们都是全球治理的必要条件，但
相互间又有很大的差异。 关于多边主义（Ａ），意指传统的发源于威斯特伐利亚范式内

的国际多边合作，它也处在日益制度化的进程中（如联合国安理会、二十国集团）：在
某种程度上，大国的自我约束（包括结成打击“伊斯兰国”和海盗的联盟、对朝鲜的制

·１９·



①
②

③

④

这与将中国在 ２１ 世纪的快速发展和德国在 ２０ 世纪的悲剧性崛起进行对比的现实主义方法相反。
关于这一点，参见 Ｈａｉｘｉａ Ｑｉ， “Ｄｉｓｐｕ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ｉｅｗｓ 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１０， Ｉｓｓｕｅ ２， ２０１７， ｐｐ．２１１－２３９，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１０９３ ／ ｃｊｉｐ ／ ｐｏｘ００５，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Ｘｉａｏｙｕ Ｐｕ，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ａ Ｒｉｓ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１０， Ｉｓｓｕｅ
２， ２０１７， ｐｐ．１３１－１４９，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１０９３ ／ ｃｊｉｐ ／ ｐｏｘ００４，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Ｌｉｕ Ｒｕｏｎａｎ ａｎｄ Ｌｉｕ
Ｆｅｎｇ， “Ｃｏｎｔｅｎｄｉｎｇ Ｉｄｅａ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ｏｎ⁃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１０，
Ｉｓｓｕｅ ２， ２０１７， ｐｐ． １５１ － １７１，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０９３ ／ ｃｊｉｐ ／ ｐｏｘ００３，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Ｄａｖｉｄ Ｇｕｏ
Ｘｉｏｎｇ Ｈａ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１０， Ｉｓｓｕｅ ３， ２０１７， ｐｐ．２６９－２９７，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１０９３ ／ ｃｊｉｐ ／ ｐｏｘ００２，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Ｘｕｎ Ｐａｎｇ， Ｌｉｄａ Ｌｉｕ ａｎｄ 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ｅ Ｍａ，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ｕ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１０， Ｉｓｓｕｅ １， ２０１７， ｐｐ．１－２９，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１０９３ ／ ｃｊｉｐ ／ ｐｏｗ０１６，
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３０ 日。

笔者尊重提出道义现实主义的阎学通教授给这个问题的另类答案（参见 Ｘｕｅｔｏｎｇ Ｙａ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ｓ， ２０１９），但认为他对经典现实主义范式的修正过于偏激。

这将成为笔者和另一位学者共同编辑的新书———《濒临险境的超国家性》 （ Ｓｕｐｒ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ｔ Ｓｔａｋｅ）的
重点，该书由帕斯卡尔·拉米作序，将于 ２０２０ 年由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



裁等）仍然是有效的，但由于结果的可持续性不足使其显得脆弱。 关于多边主义（Ｂ），
笔者不支持欧洲中心论，即输出让·莫内（Ｊｅａｎ Ｏ． Ｍｏｎｎｅｔ）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为欧洲

发明的超国家“共同体方法”，而更愿意将其理解为一项对当今世界现有的以合作为

目标或是朝向“超越国家的治理”发展的现存趋势进行理论反思的项目工程。 让我们

看一些例子。
第一，在贸易冲突解决机制下，即使是中国、欧盟和美国等最大的行为体，世界

贸易组织（ＷＴＯ）专家组也可以运用一般行为准则判定其存在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当然，ＷＴＯ 专家组目前遭到特朗普的抵制，后者称其为对“美国主权的威胁”）。
贸易扩张作为几十年来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否需要这样具有约束力的规则

和程序？ 如果 ＷＴＯ 进行改革，这种冲突解决机制应该被强化还是弱化？ 比如回归

约束力更弱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ＧＡＴＴ）？ 如果规则需要变得更强的话，无疑我们

需要更多的理论，一方面需要战胜工具理性主义（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另一方

面也要避免落入理想主义的全球宪制化理论 （ ｉｄ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特朗普政府已经很好地证明，美国是反对多边合作、复兴威斯特伐利亚旧概念

“民族主权”的主要支柱。 如何从理论上回应？ 要面对贸易保护主义 ／主权主义对多

边主义的挑衅，仅应该通过双边贸易报复和敌对性行动来进行遏制，还是通过继续和

升级开放政策（强化 ＷＴＯ 和更强大的全球多边规则联盟，同时开发更复杂的“扩散型

多边互惠”而非有限的“特定双边互惠”）来进行反击？
第二，２００５ 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Ｋｏｆｉ Ａ． Ａｎｎａｎ）在世界首脑会议①

上推动的“保护的责任（Ｒ２Ｐ）”概念包含理论意义。 我们需要就人权概念及其国际合

法保护开展跨文化对话。 继“保护的责任”概念几次被滥用（特别是美国、法国和英国

２０１１ 年在利比亚战争中）、存在双重标准以及涉叙利亚决议草案在联合国安理会几次

遭否决（主要是中国和俄罗斯投否决票）之后，一场大型的国际辩论特别是在巴西

（２０１１ 年）、非盟以及在中国广泛展开，这使得这一概念变得更为复杂。 ２０１３ 年，就巴

西的“责任与保护（ＲｗＰ）”概念以及巴西为克服传统的不干涉原则所需的宪法修正问

题，中国的外交学院在朱立群的主持下举行了一场激动人心的辩论。 获得联合国批准

的 Ｒ２Ｐ 概念确实对传统的不干涉原则提出了质疑：巴西在震后的海地、南非在津巴布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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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全球围绕 Ｒ２Ｐ 展开的辩论正在从原则本身转到与其执行有关的事项上，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概念无须

面临相关的挑战和不具争议。 就抽象的原则达成一致是一回事，就个案中如何解释和落实这一原则、说服各国改

变国内和外交政策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另需补充的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２０００ 年）》是否也可以理解为促

进超国家治理机制的超国家规范。 国际关系理论对这些概念的研究还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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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在马里开展维和行动以及中国参与联合国的多次维和行动，

都是对不干涉原则一定意义上的修正。① 然而，这种“超越国家的治理”概念值得我们

进行更深的理论思考，我们需要思考在国际社会中扮演更负责任的角色同后殖民时代

的主权观之间究竟是何种互动关系。

围绕“不干涉”展开的辩论也暴露出一些所谓“西方一体”假设的误解，这使得

新的理论路径很难找到：与欧洲大陆的愿景和实践相反，英美的路径越来越具有

“主权主义”的特征。 有关国际社会为和平和公益所需承担的新责任，在欧洲、巴西

及其他金砖国家兴起了广泛讨论，中国难免要更深入地参与其中。 超越传统“否决

者概念（ ｖｅｔｏ ｐｌａｙｅｒ ｃｏｎｃｅｐｔ） ”的新思想正在兴起，如“非漠视”原则、ＲｗＰ、“创造性

参与”和“建设性参与”可能会有实质性的帮助。 关于 Ｒ２Ｐ －ＲｗＰ 的辩论提供了一

个政策驱动理论问题的例子，这在我们关于多边主义理论演变的共同研究议程中

是必不可少的。

（二）相关的方法论：从无政府状态到制度化

聚焦次国家、国家、区域、区域间和全球的多层次治理，强调全球和国家之间第三

层次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这些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要批判性地对待华尔兹的“层次分析

法”。② 作为超越国际无政府状态的重要步骤和政府间机制的组成部分，区域组织并

不总是有助于实现国家利益，它有时代表更具有自主性的制度变量和共同政治主权的

新维度，可以改变或至少框定成员国的行为，为信息共享和沟通提供框架，从而有可能

对国家利益做出不那么狭隘和更具远见的理解。

当然，新制度主义学者更加关注区域层次的各种治理形式以及规则和程序。 政

府间合作是地区组织内部的主要规则，但这一日益多元化的概念还包括不同的投票

程序（全体一致、除一方外的全体一致、共识、有效多数投票），也包括越来越多正规

和非正规的公民社会行为体的参与。 不仅欧盟理事会越来越多地采用有效多数投

票程序，其他地区组织也是如此，东盟在某些领域（如防治污染机制）就欢迎超国家

治理。③

·３９·



①

②
③

最近，陈拯在他的文章中论及这一中心议题。 参见 Ｃｈｅｎ Ｚｈｅ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Ｎｏｎ⁃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９， Ｉｓｓｕｅ ３， ２０１６， ｐｐ．３４９－３７４，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
１０９３ ／ ｃｊｉｐ ／ ｐｏｗ０１０，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５ 日。 陈拯在文章的结尾写道：“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政府继续坚

持主权和不干涉，且在短期内不会改变，但它也不可避免地在对其政策进行适度调整。 学者之间对此已经达成松

散、务实的共识，这反映了并且还在促进变化的发生。”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Ｎ． Ｗａｌｔｚ，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ｄｄｉｓｏｎ Ｗｅｓｔｌｅｙ， １９７９，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５．
Ｒｅｕｂｅｎ Ｗｏｎｇ， “Ｃｒｅｅｐｉｎｇ Ｓｕｐｒ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ＥＵ ａｎｄ ＡＳＥ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Ｌｏｕｉｓ Ｂｒｅｎｎａｎ ａｎｄ

Ｐｈｅｌｏｍｅｎａ Ｍｕｒｒａｙ， ｅｄ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５．



四　 国际关系理论的新挑战

比较全球和区域多边组织的作用为理解公共政策的效率和合法性之间的各种平

衡提供了机会。 影响这些平衡的力量一方面来自自下而上的利益诉求以及来自社会

层面的对跨国和国家网络的呼吁和动员，另一方面则是各公共权威机构自上而下制定

的决策。 地区主义与全球治理机制提出的多重需求相互作用。 全球治理困境对各层

级的决策都提出了挑战。 其中也包括理论维度的问题：对“超越国家的治理”的需求

在不断增加，但治理越强，对合法性的需求就必然越大。 民粹主义浪潮就教育我们：全

球治理每个层次上的机构都面临着对合法性的需求，这不仅需要增加输出—合法性

（ｏｕｔｐｕｔ⁃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提高效率，也需要逐步建设多层次和多行为体的民主，①包括让公

民网络在多边安排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要想遏制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保护主

义，只有增强各地区组织的输入和输出合法性，并从理论上削弱上述思潮“反全球化”

论的正当性才有可能。 对治理合法性的深层辩论不可能被边缘化。

自康德提出“永久和平”论以来，欧洲国际关系学界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努力在国

内政权的自由宪制化和建设理性国际和平政策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 理性国际和平

政策以贸易为基础，但并不局限于自由贸易，目标是建立公平（而非等级制）的国际制

度和法律框架。 康德所定义的“共和主义”三权分立：在尊重国内法治的环境下，可分

为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 由此，他批评暴政，称其将个人或国家的权威置于人权之

上，也批评贸易乐观主义理论。 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按照博比奥的说法，１９ 世纪和 ２０

世纪世俗化的西方和平主义有两种不同的传统：第一种是以理查德·科布登（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ｏｂｄｅｎ）及其协会为代表的经济和平主义，他们认为自由贸易促进和平是因为自由贸

易弱化了民族国家这一和平的主要障碍。 第二种即为康德开启的法律和制度化的和

平主义传统：不受管制的自由贸易可能导致不公平的国际等级体系的建立（对英国殖

民主义的批评），而且这种自由贸易是与硬殖民主义结合在一起的。 稳定和公正的和

平需要缔约成员之间的平等。

与孟德斯鸠的“联邦”概念不同，康德的理论尊重成员国的国家主权，同时通过促

进国内规则的调整和在公民社会层面建立多重跨国联系和网络来改造这些成员国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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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Ｆ． Ｗ． Ｓｃｈａｒｐｆ，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Ｎ． Ｂｅｈｎｋｅ， Ｊ． Ｂｒｏｓｃｈｅｋ ａｎｄ Ｊ．
Ｓｏｎｎｉｃｋｓｅｎ， ｅｄｓ．，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ｈａｍ：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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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定义为“世界主义”）。 相应地，超国家原则（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ｓｕｐｒ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即

“超越国家的治理”并不反对成员国的主权，即使其活动逐渐且不可避免地会改变国

家和以威斯特伐利亚范式行使主权的实践。

不过，康德并未充分意识到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第三种文化鸿沟。 发展

中国家已经形成了一种反殖民文化，这种文化建立在三角概念基础之上，包括独立、反

对帝国主义的国家主权以及作为反帝国主义之盾的不干涉内政。 它并不仅为共产主

义国家独有，所有后殖民时期的共和国均有这一文化三角。 一方面，欧洲学者常常忽

视发展中国家的这种感情，忽略国家主权与国际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关系；但另一方

面，中国学者也可能低估了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传统理念在 ２１ 世纪的挑战。 这些内

外因素包括：（１）公共产品和共同挑战（环境、安全、经济和恐怖主义等）的跨国属性；

（２）美国和欧洲的右翼民族主义 ／民粹主义浪潮，民意遭到恶意操控，部分民众认为自

己变成经济权力全球转移和“全球化病”的牺牲品，很多欧盟成员国内的反华保护主

义、微观认同感、自闭型民族主义和反自由主义倾向上升。 但是，只有在多边全球治理

的新理论背景下，超越国家治理的理念才可能复兴。

总之，一方面，我们完全理解、必须重视中国的传统思想，它也代表了反帝和反殖

斗争的伟大之处；另一方面，中国越来越多地承担着作为全球治理主要行为体的政治

和经济责任。 在更加制度化的全球治理背景下，多元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需要重新讨

论权力和主权的概念。

五　 欧洲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进展

欧洲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进展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哥本哈根学派和“欧洲规范性力量（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理论的衰落。

其一，每个大国一定程度上都是一种规范性权力：必须区分权力（ｐｏｗｅｒ）和能力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美国和俄罗斯的国际权威地位正在下降。 然而，美国有能力使用武力

强制推行它所理解的规范、民主以及地区稳定。 俄罗斯想要成为一个规范性大国：普

京在 ２０１９ 年二十国集团大阪峰会上对他的非自由主义模式直言不讳。 中国也是一个

规范性大国，它的价值观可以追溯到孔子和老子的中国古代思想史。

其二，《里斯本条约》序言和前三条所述的欧盟价值观和原则确实与联合国的价

值观和原则非常一致。 然而，欧盟在国际舞台上主要不是通过以身作则、发挥榜样力

量来实现规范扩散，而是借助其市场力量、贸易力量、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以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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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软实力时设定价值观条件来实现的。 欧盟的权力还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它的权

力边界并不确定，会随时变化。 ２０１７ 年欧盟决定开启防务联盟（适度的联盟）建设之

后，有关欧盟是“民事力量”的说法也需要更新。

第二，在一个仍然由强权政治主导的威斯特伐利亚世界中，后现代的欧洲只是其

中一个后威斯特伐利亚的“岛屿”，它的后主权理论正走向衰落。 一方面，无论是在地

区、地区间和全球层面，国际制度化的趋势正在每一个大陆上蔓延。 当然，这种趋势体

现为多种方式和风格，增加和强化组织、机制、网络和各种主权共享形式的必要性在很

大程度上是含糊不清的。 另一方面，正如英国退欧所表明的那样，威斯特伐利亚式的

主权在欧洲依然存在，这是收回边境控制权的幻觉，也是碎片化的现实。 民族主义和

极右民粹主义的兴起一方面是在复兴旧的现实主义思想，另一方面也是亚历山大·杜

金所说的“欧亚”影响在发挥吸引力。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欧洲大陆目前是欧洲主义

者和民族主义者之间进行理论和实践斗争的场域。 如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欧洲议会选举所表

明的那样，欧洲主义者仍然得到大多数欧洲人的坚定支持。 事实上，他们在理论上主

要借鉴的仍是哈贝马斯和哈贝马斯学派的思想，辅之以基督教、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

的支持，并对地区比较研究持开放态度。 现实主义的民族 ／民粹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唤

醒了欧洲历史上最可怕的幽灵：种族主义、对内不宽容、针对妇女和公民权利的反动价值

观、反民主和反自由的倾向、对外咄咄逼人和侵略……他们也是贸易保护主义者，他们主

要的敌人现在和将来都是中国。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的不是乌托邦式的世界主

义，而是“共和国式的世界主义”，将公民爱国主义与致力于跨国合作结合起来。

与理想主义的后主权理论和后威斯特伐利亚理论不同，新兴的研究策略侧重于将

欧洲作为修正的威斯特伐利亚范式，其基础是那些即将在共享和联合主权的背景下改

变自身的国家。 我们是后现实主义者，但并不反对现实主义。

第三，欧洲统一并不意味着消除和取代国家身份，而是对国家认同感和民族爱国

主义的补充。 有关研究可以把作为欧洲统一必要支柱的公民爱国主义与极端民族主

义区别开来，后者对内体现为排他性、对外具有侵略性。 这种区别强调了欧洲主义和

世界主义之间的差异。 欧洲主义是在周边国家和社会实现地区统一的复杂过程，有着

多元化全球治理的大背景。

第四，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和多层次的全球治理不应与新旧版本的世界主义混为

一谈。 世界主义是建设全球单一政府的乌托邦思想，它既强调后主权需要以功能主义

思维超越国家，同时还有克服民族国家建设单一政治结构的理想主义。 而本项研究聚

焦于以各种可供选择的方式在一个多层次的全球政治体系中，结合文化多样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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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国家和多个区域组织，修正威斯特伐利亚秩序而非“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

（ｐｏｓｔ⁃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ｉａｎ ｏｒｄｅｒ）”。

六　 深化中欧国际关系知识共同体之间的对话

西方最近出现的后现实主义和后霸权主义思潮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与日益壮

大和多元化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实现互动？ 西方观察家不能忽略中国理论在过去 ３０

年中逐步实现多元、开放和相互连通的非凡进程。 中国学者为国内新一轮国际关系理

论争论的出现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的理论开放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① 在早期政

策驱动争论的阶段，翻译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出现了三大研究方向：现实主义、自由主

义和建构主义，它们提供了对主权、国家利益、均势、规范和认同的不同理解。 这一解

释符合我们的实践经验：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中国以决策为导向的国际关系研究

逐渐出现了抽象化进程，中国学者撰写了大量文章和书籍（特别是有关权力与多边主

义、制度与全球治理的研究），这都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走向成熟的证据。

欧洲学者对中国的独特历史以及中国古代思想（自孔子、孟子和老子以来）与历

史的互动非常感兴趣。 一个例证是，在从事比较地区主义研究的学者眼中，从公元前

２２１ 年到 １９ 世纪初中国周边地区的朝贡体系对于从历史制度主义角度研究我们所定

义的“区域性（ｒｅｇｉｏｎｅｓｓ）”———邻国之间开展区域合作的文化和历史根源———是非常

有价值的。 在几个世纪当中，东亚和东南亚都出现过地区性的“国家社会”。 与之类

似的罗马帝国从阿尔卑斯山向外扩张了六个世纪，一直延伸到英国，通过地中海到北

非和现在的伊朗，它维持稳定和贸易，提供公共产品并管理整个体系，具有一定程度的

互惠性。 朝贡体系与罗马帝国类似，它不是一个主权国家间的体系，而是一个扩大的

国内体系。 亚洲社会地位的差异与人人平等获得罗马公民权的法律原则形成对比。

然而，它们也有共同的局限性：两个帝国体系都不能与边界之外的“他者（ａｌｔｅｒ）”建立

和平关系，其后果就是无休止的战争。 在笔者看来，这就是西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在

欧洲的出现不得不推迟到文艺复兴和 １６ 世纪之后的原因。 等到现代主权国家和“自

然法理论”诞生之后，有着全球视野的国际关系理论才开始逐渐超越国家间霍布斯式

的无政府状态。 随着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Ｂａｒｔｏｌｏｍé ｄｅ ｌａｓ Ｃａｓａｓ）、雨果·格

劳秀斯（Ｈｕｇｏ Ｇｒｏｔｉｕｓ）和萨拉曼卡国际法学派的出现，出于贸易和知识需求（这是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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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Ｙａｑｉｎｇ Ｑｉｎ， “Ｗｈｙ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Ｖｏｌ．７， Ｎｏ．３， ２００７， ｐｐ．３１３－３４０．



德斯鸠和康德 １８ 世纪理论贡献的背景），欧洲人才急速开启了针对“他者”（一种超越

单纯的帝国 ／殖民地类型的关系）的全新研究路径。
再举一个关于比较研究和对话的例子。 尽管 １８ 世纪的中西方在技术和观念上的差

距越来越大，讲法语的欧洲启蒙运动还是就中国文化和文明（被视为欧洲现代性的一个

精妙的对手）的国际重要性开展了一场非常有趣的辩论。 这场辩论的内容是昂利·霍尔

巴赫（Ｐａｕｌ⁃Ｈｅｎｒｉ Ｈｏｌｂａｃｈ）、让—雅克·卢梭（ 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伏尔泰（Ｖｏｌ⁃
ｔａｉｒｅ）和孟德斯鸠对满人建立清朝这一历史事件做出的不同解读。 卢梭认为汉人的失

败是因为其复杂的文化，但伏尔泰和孟德斯鸠则能够欣赏中国“天下观”的优点，认为

它是相对于欧洲文化的另一种文化观念。 然而，孟德斯鸠的点评最为不偏不倚，他将

对中国专制主义和迷信的批判与对中国非凡文化水平的赞赏结合起来，后者使“教化

满人”成为可能：文化胜过武力，或者，如阎学通所写，权威（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超越赤裸裸的权

力。① 根据我们关于“多元现代性”的研究项目，文化互动可以为升级和深化伙伴关系

提供参考。 当然这种互动必须以审慎的相互承认和尊重各自观念差异为基础，这也同

样是发展多元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关键和驱动力。②

一方面，中国的地区实践（朝贡体系）已经有几个世纪的时间；另一方面，西方将

中国视为既复杂又有挑战性的文明。 这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意义是什么？ 秦亚青认为，
“大理论往往与大问题有关。 理论必须有一个能发展成硬核并可以使理论独树一帜

的确切问题”。③ 理论因国家和地区背景而异，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理论是社会建构

出来的，也是工具。 然而，在笔者看来，不应将它们视为基于决定论的或者单一的，应
当聚焦它们的内在多元性以及它们与潜在常识的互动关系。

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的内部凝聚力和等级规则的结合看起来同其历史背景一样

有趣，但它可能给 ２１ 世纪环境下在国家主权与区域合作之间实现平衡赋予新的比较

分析意义。 以中国为例，虽然历史上的朝贡体系不平等，但东盟“１０＋１” “１０＋３”和

“１０＋６”是多边安排，中国不仅支持东盟的掌舵者角色，而且同意这些组织的总部设在

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 这些决定证明可以用非工具性的方法（ｎｏｎ⁃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开展区域合作。 因此，借助典型的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国家间竞争和冲突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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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Ｘｕｅｔｏｎｇ Ｙａ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ｓ， ２０１９．
这一项目设在澳门欧洲研究学会，由托马斯·迈尔、笔者本人和萨莱斯·马奎斯等人负责。 我们与秦亚

青、周弘和阎学通等中国学者合作撰写了三本书，分别是劳特利奇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出版的《多重现代性与善治》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Ｇｏｏ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２０１９ 年出版的《文化、民族民粹主义和多边主义》（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和即将于 ２０２０ 年出版的《多边主义》 （Ｍｕ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ｓ） （该书尚处于编辑阶段，这
是临时标题）。

Ｙａｑｉｎｇ Ｑｉｎ， “Ｗｈｙ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ｐ．１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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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亚太安全复合体———特别是南海问题———不仅是不充分的，而且是带有误导性的：
领土冲突可能带来军事多极化，出现挑衅性的均势政治，但也可能促进亚太地区发展

出一种早期多边安全架构，后者是以东盟为硬核建起的同心圆结构。
就欧洲而言，欧盟看起来有意愿但却无能力将其域内取得的历史成就（７０ 年和

平、民主与繁荣、人口的自由流动）与可持续的宏观区域结构相结合，后者包括应对与

东部（俄罗斯）和南部（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关系。 作为可信赖的全球多边行为体，
中国和欧盟的信誉和合法性受到其周边政策效率的挑战。 在这两种情况下，区域大国

的概念与全球大国的概念均深深地缠绕在一起。
如上所述，笔者的个人经验证实，有关中国对国际关系全球对话开放的三个阶段

论对框定过去 ４０ 年的发展非常重要。① 根据笔者的经验，第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以

政策为导向的对话，当时中国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辩论才刚刚起步。 欧洲来访者那时

面临的是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同时中国人也期待欧洲成为一个潜在的全球力量，
能够平衡美苏两大力量。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和 ９０ 年代的主要理论议题是盘点大量理论

传统所提供的潜在渠道，以构建多元化的共同语言的途径，克服仅仅引用苏联传来的

理论。② 当时，法兰克福学派的想法是很有价值的。 葛兰西的思想也是如此，特别是

他提出的“霸权”和“历史集团”的概念。 这个时代非常有意义的思想特征是欧洲社会

民主理论中关于国际独立性的讨论，特别是瑞典对国际和平的态度。 上文提到了威

利·勃兰特就南北方关系发布的报告以及他关于欧洲统一的社会主义愿景，勃兰特认

为欧洲统一应建立在国内福利国家和国际和平主义基础上。
在 ２１ 世纪第一个十年（第二阶段），中欧学者的互动变得越来越密切和深入：在

中欧伙伴关系的“蜜月”时期，以周弘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扮演着非常重要

的桥梁性角色。 一方面，欧盟委员会研究部门的专家代表团从 ２００４ 年就开始讨论赵

汀阳提出的“天下”概念中蕴含的中国古代思想。 这是一种有关秩序与和平的理性主

义理论，它更多地被拿来与康德（同时批判关于和平的理想主义诉求和霍布斯的现实

主义）而非黑格尔的理论进行比较。③ 另一方面，有关威斯特伐利亚范式及其三原则

（“主权国家的中心性”即“国家之外无权威”“不干涉”原则和多义的“均势”概念）重
要性的讨论开始被视为一项虽有争议但各方共享的研究议程。 通过中欧学者之间的

对话，我们得出的假设是：与人类未来有关的新理论挑战可以，而且应该共同解决。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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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邓小平宣布对外开放几年后的 １９８７ 年，笔者开始定期与中国学者进行交流。
苏联的理论遗产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受到毛泽东本人的批判。
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

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什么中欧学者不去努力构建一种共同的理论语言，用它批评结构现实主义范式呢？ 该

范式不足以理解全球治理的复杂性。

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多年来，由于欧洲和东亚的权力政治结构存在差异，一些中

国学者主要希望在他们的民族文化、马克思主义和后殖民主义遗产之间架起桥梁，这

一方面受到不干涉原则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结构现实主义方

法的影响。 当然，我们也意识到，结构现实主义和道义现实主义正在创建关于但不限

于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中国的大国地位以及中国与美国、日本力量平衡演变的专业

知识。① 尽管中欧知识界内部存在差异，但双方有关权力和相互依存概念的第一场辩

论目前仍在进行。

事实上，富有创新意义的对话正在开展。 例如，阎学通在分析国家（特别是大国）

外交政策时就将主观因素囊括在内：运用客观能力的意愿程度。② 这种做法超越了汉

斯·摩根索（Ｈａｎｓ Ｊ． 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和华尔兹的西方结构现实主义。 潘忠岐和陈志敏将

中国的多极化概念与开展更强有力全球治理的需要相结合，也对推进我们的对话做出

了重要贡献。③ 潘忠岐对笔者国际关系理论专著④的翻译向“后美国主流理论语言”迈

出了一步。 这本专著的副标题是“欧洲视角”，强调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多元主义趋势。

此外，朱立群和富里奥·塞鲁蒂（Ｆｕｒｉｏ Ｃｅｒｕｔｔｉ）共同编辑的著作⑤强调了全球挑战是

融合制度项目的最佳领域，因为公共产品只能通过联合多边行动来维护和应对。 同

样，《中国学者论全球化与自主》一书中由秦亚青和朱立群联合撰写的章节———“新国

际主义与中国外交”⑥有很大的影响力。 这就很好地表明维护国家利益和强化多边机

构不仅未必矛盾，而且在理论与实践上是一致的。 在理性选择的新制度主义之外，

建构主义以一种新颖的方式与制度主义结合在一起，建立了新国际主义方法的基

础。 未来十年，中欧联合研究将取得巨大进展。 据笔者的了解，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在孔

子学院的资助下，欧洲学者与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联合开

展研究项目，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还将继续与外交学院和其他中国大学的学者合作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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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 Ｙａｎ Ｘｕｅｔｏ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ｕ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１， Ｉｓｓｕｅ １， ２００６， ｐｐ．５－３３； Ｙａｎ Ｘｕｅｔｏｎｇ，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ｓ， ２０１９；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
“Ｆｅａｒ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ｗｏ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１０， Ｉｓｓｕｅ ３， ２００８， ｐｐ．４５１－４７１。

阎学通、孙学峰等：《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Ｐａｎ Ｚｈｏｎｇｑｉ ａｎｄ Ｃｈｅｎ Ｚｈｉｍ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Ｍｕｌｔｉ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Ｍａｒｉｏ Ｔｅｌò， ｅｄ．，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ｓｈｇａｔｅ， ２０１４．
马里奥·泰洛：《国际关系理论：欧洲视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
朱立群、富里奥·塞鲁蒂、卢静主编：《全球治理：挑战与趋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
Ｔｕｏ Ｃａｉ， 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Ｌｅｉｄｅｎ： Ｂｒｉｌｌ，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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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①

总的来看，我们可从这一相对不长的中欧联合研究中总结出三条主要的经验教

训。 首先，历史新制度主义理论在对道义现实主义和其他学派持开放态度的同时，往

往还与建构主义的内容相结合，大势趋同而非分歧：１９４５ ／ １９５０ 年和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３

年的关键节点解释了全球治理中两个新角色（欧盟和中国）逐渐兴起和中欧区域间多

层伙伴关系走向高度制度化的路径依赖的产生过程，这一伙伴关系是在日益动荡的世

界中罕见的稳定因素和模式。 其次，这一对话不足以把握当前这个混杂的世界，因为

赤裸裸的权力政治理论和实践在很多国家（特别是在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等传统大

国）复兴。 中欧研究议程必须考虑制度在框定和遏制强权政治、贸易战、民族主义分

裂、破坏法治、反核导弹机制终结方面的潜力。 这就是为什么有关多元主义国际关系

理论的对话必须包括多元主义观点，必须在理念之间假设桥梁，进行理论辩论、相互批

评、深入分析而非隐藏分歧，并且保持国家主权和超越国家治理之间的平衡。 最后，地

区和地区间研究已经是中欧学者共享的研究课题，它促进了新多边主义的创新研究议

程，可以解决在构建共同知识和理论创新方面的趋同和争议问题。

（译者：肖莹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校对：赵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截稿：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编辑：肖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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